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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策略與政府干預
Economic strategie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出處：Rupert Hodder, The West Pacific Rim An Introuction,p79-89
譯者：地90級 徐銘鴻(486230562)、王君鑫(486230778)、劉靜螢(486230820)、古卉君   

      (486230   )
在下面的很多有關環西太平洋環的不同經濟意味的討論是傾向於強調幾個舊式的對照：共產與非共產；命令/中央計畫和自由市場經濟；最大和最小的政府干預；農業和工業；農村和都市；進口替代和亞洲出口工業；或是專一化與多樣化等。確實這個地區經歷過大範圍的發展策略，即使是最近的十年內，對在置於不同程度的成功的理由之後的這些不同發展策略的試驗來說都是有用的，然而，這些範疇或對照很少有如他們所經常被強調的那麼明白；在很多案例中他們不也是互相排斥或是修改範圍，他們是模糊而且是經常變動的。

然而在(Ⅰ)中國和越南這兩個共產、命令或中央計畫經濟與(Ⅱ)另外九個可以被泛稱為亞洲市場、大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無論如何，最主要的資格是絕不做符合政府控制、干預或威權主義特質的事。

共產經濟

這個中央計畫的共產經濟他們的經濟策略曾經有一度被對Marxist-Leninist理論信條忠誠者廣泛的決定，而在經驗的啟發中開始做了修訂，在這些國家和全共產世界兩者中都一樣。最明顯的和最重要的當然是中國，這個現今所殘存的最大共產經濟體。然而，自從1949年後他堅固的維持為一個共產國家以來他已經歷過幾次在經濟策略上強調的重點的改變，特別，在1978/1979以來中國已遵循一個更實際的”開門”政策和目標在創造一個”社會主義領導的市場經濟”，這個經濟維持高度的中央控制：例如，他的工業仍然被操縱在超過10000個國營企業手中，生產77%的工業輸出，還有30400家集團(合作)公司生產22%的工業輸出，但是這個經濟整體而言不如以前的嚴格和整體性。連結家庭收入去輸出的專責機關，領導幾個大規模的法律決定的更改結構成為更混合經濟的活動，而這些曾很合理的成功了，除了通貨膨脹的問題之外。在同時，中國的經濟也開展了國際貿易，和根據國際貿易有一些特惠條件，而且在中國南方的福建和廣東省投資，在五個經濟特區(SEZs)和指定四十個港口成為海岸開放城市，授權去提供適當的獎勵和投資環境。

越南的經濟政策根基於一個高度中央共產五年計畫系統，他似乎仍然是被決定來維持他的政治清廉，即使那表示不能去介紹所有的必要的經濟自由主義措施，確實自從1975年戰爭結束後，越南的經濟便進入一個很貧窮的狀態：這裡經常糧食供應不足和高的人口成長率；和眾多的130萬軍人造成發展上的限制，然而，從1986年後政府採用更實際的政策，外資現在已被獎勵，私人企業正在發展，還有這裡有著很明顯的食物供應上的進步使得越南現今變成一個重要的稻米輸出者。

在討論環西太平洋區的共產國家時，這裡有一個在文獻資料上的趨勢便是過分強調他們經濟政策的限制、強制和無效率，有如他們曾經在引起經濟改善時完全失敗一樣，然而，在稍後的章節中，將顯露出他們積極的面貌，特別是中國和最近的越南，當此時他們當前的經濟情況和立即的未來期望無法與其他很多的環西太平洋區的國家相比，他們通常適當的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開發中國家相比，似乎關於影響這兩國家的意見不多，事實是他們採用特別的政策而那使他們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者和壓制性的政權。

經濟策略

這兩個國家在最近的未來中所要面對的最主要的問題與前蘇聯以及先前歐洲的共產國家所面對的問題是非常相近的，一個研究指出陷入困境的共產國家嘗試和一個力量—擁有權力的黨對政治法規以及經濟自由做調和而最終無法適應某些經濟改革中的政治牽連(Benwick and Wingrove,1988,p.4)，困難在於怎麼指揮以及怎麼加快應該履行的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決定這兩個環西太平洋區的共產國家的時間似乎在決定學發生在遠東地區發生的教訓，他們似乎準備去履行prrestroika但是他們沒有準備去鼓勵glasnost，他們似乎決定像共產國家去維持政治和觀念上的控制，當答應以某些程度的經濟自由作交換時。

這一點被一個把焦點放在制度改變上的需要的人—Prybyla(1987)發展出來，他推斷出了在溝通和改革之間的差異，討論出絕大部份的共產國家只有妥協而不是改革，形成他所稱的”籠中鳥”，根據這個主題，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份子將實行妥協因為他們忽視了自由改革的需要，如此中國發現曾一度被引介進來的市場和私人產業傾向於接受，如果偏離太遠則與右派的妥協將會結束於一個系統化的轉變—資本主義復興，真正的系統改革將會被經濟、政治、觀念、心理上的困難排除或逼的羞怯，沒有一個必須包括廢棄很多現今所有的制度的適當的制度化改革，這裡將會沒有真正的改革唯一只有溝通妥協。(Prybyla,1987,p.260)

其他的作家也強調對制度改革的需要，Gourevitch(1989)說制度有如市場一樣維持生命，由於市場不能在沒有由政府所創造的制度下存在，問題在沒有一個和政府對抗的市場，問題是要找出在一個特殊的制度以及特別的市場狀況之間的正確互動關係。根據1991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說”最重要的，歷史顯示經濟政策和制度是有決定性的”(World Bank,1991)，確實，這份報告中的主題不是不正確的放任的二分法互動關係對抗政府干預，而是在政府跟市場間的互動。換句話說，這份報告強調為政府和市場做補充而被稱為友好市場的方式。
競爭性的市場提供了最佳的方法但是還未對有效的組織起生產、商品的貢獻以及服務提供最好的方法，而對內的及對外的競爭提供了解開企業精神以及科技進步的束縛的誘因。但是市場不能存在在真空下，他們需要一個政府只提供一個合法的以及有管理的體制。(World Bank,1991,p.1)

市場經濟

    大部分環西太平洋帶國家的一個成功協定已經成熟，因為他們有價錢權利，而那是以他們的政策為基礎的想法，這是對於經濟成長去開創一個自由的市場是必須的。任何事務都是要小心謹慎處理的，根據這個觀點，國家干預是次要理想的，只有自由市場可以提供正確並有關真實價值的資訊以及提供誘因來達到最大的效率。

但是，很明顯的，有一些所謂控制經濟的經濟政策要素，也就是亞洲市場經濟其中包含了貿易開放政策和投資，還有更鼓勵私人企業的投注，因此漸漸的中心控制經濟和市場經濟間有了程度上的差異，不只是內容上的差異。

    事實上，介於控制經濟與是市場經濟模糊的差別可以舉例說明參考下列的觀點，在經濟策略上，對於環西太平洋帶（West Pacific Rim），最顯著的不同就是介於進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sation ISI )與亞洲出口(Export-oriented industrilisation  EOI )之間的經濟策略。從近十幾年來這個區域各個國家不斷改變的經濟策略分析得知進口替代ISI 是早期經濟發展的特色，而亞洲出口（EOI）則時晚期被引入的策略，並且亞洲出口（EOI）是經濟成長與帶來繁榮的礎石。

    然而，事實上東亞卻不曾循此例子，環太平洋西帶這些國家普遍上是混合型的策略，誠然，進口替代（ISI）和亞洲出口（EOI）並非相互有排他性，而且進口替代（ISI）的要素依然是遍存各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 重要性轉移至出口貿易，並且背後有政府的支持（介入），不是因為任何觀念性的改變，而是單純的因為ISI進口替代只能存在於正在成長的國家內需時期，可是國家內需常常都受限於國家人口的多寡，更甚的是受限於低消費購買力。通常這種現象的本身是受限於一個國家積弱不振的農業部門。這種種的限制使得經濟政策不可抗力的走向亞洲出口(EOI)。

在〝Whie And Wade〞（1988）指出對於中國、日本、台灣這三個國家他們的經濟策略都同時連結ISI與EOI這兩個策略持續進行。Gereffi(1989) 曾提出足夠的資料來證明這兩個經濟政策的差別，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市場(free-market)的經濟政策並未在東亞實行，大多國家政府所採行的是傾向重商主義(mercantilist)多於自由市場經濟。

    日本的例子很具參考價值，十九世紀末葉日本企圖去實行工業化的期間，日本政府首先從棉織業著手實行進口替代政策，不久後即促進出口擴張的成長。紡織業也把重點從進口替代轉移至出口貿易。而日本的輕工業最初原是架設在進口替代的政策下，不久後也隨著現代科技的引進，發展民生消費品的出口業。這個經驗與很多在一九五０年代企圖去實行進口替代政策的國家有很明顯的對比；那些國家的失敗最大的原因是國家內需不足以去維持大規模的生產量，而進口替代的失敗連帶出口貿易也十分困難。大量漸增的原料、生產設備、和技術的進口也使得這些國家的收支平衡的情形每況愈下。反觀日本，日本在工業化之前農產業、商業、傳統工業早已擴張而建立了良好的內需市場，而工業化所需的原料、生產設備、和技術的移植皆以出口原料產品像銅、蠶絲（未經處理）、茶葉，交換得來。
農業 vs工業

  相對於其他區域，在環西太平洋帶眾國家，很少聽聞農業的訊息出現在談經濟發展著作中；因為工業化是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關鍵，所以各國都偏重於工業，這是可以理解的。環西太平洋帶中頗受注意的一國：汶萊，擁有少數人口確有著豐富的石油資源，可預期的是不需工業化就可擁有較高的個人所得。這個事實顯示出：沒有農業基礎的發展出的經濟有可擁有高過US500＄的個人所得在經濟發展的任一時期。工業化也許不是經濟發展歷程的終點站，但，工業化是大多國家邁向高個人所得重要的一步。
    儘管如此，環西太平洋帶大多數國家農業部門還是具有相當程度的份量（除了新加坡、香港），從農業發展與今日一些窮困的開發中國家比較起來，即使在1960年代東亞若干國家經濟體從農業中所獲得的還是較大量。從國民生產毛額（GDP）與勞動力（work-force）在農業的使用，一些國家還是擁有強大的農業部門。此外，馬來西亞仍是以出口日用品為主的一個國家，從中獲得許多的財富，於出口農業產品像棕櫚油和橡膠。

    很明顯地，農業是工業化成功的基礎這個例子幾乎在各個國家中已被建立，就如同前述，這例子尤其是日本的印證。一個普遍性的察覺：東亞各國政府都會利用農業盈餘去支持工業部門的發展，富有且勤奮的稻米農是這個區域工業化的根基。在中國、日本、南韓、台灣，投資使得農業的生產更趨向多產化，伴隨而來的是急進的土地改革政策，這是改善農業的先決條件。在菲律賓，引進嚴重錯誤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導致菲律賓不管在農業或是工業發展各方面皆落後鄰近國家的重要原因。

    越南的例子也充分顯示出這個觀點，儘管，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相當的的危弱而且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卻仍是經歷了一場顯著的農業改革，特別在稻米生產這一方面。1986 第六屆的黨代表大會(Sixth Party Congress)，提出主要的土地改革和initiatives，那一年的稻米產量遠低於1942的產量，而北越合作性農民（cooperative farmers）產米量遠少於私人農。土地政策即修改擔保農民擁有10-15年的土地權對於他們所耕種的土地。最後能被擁有和繼承。在北方這種政策改變集約農業的結束是顯著的。此外，自從1986年農人們根據出口在付了稅之

後就擁有了合法權在自由市場上販賣他們的產品。這些稅的部份（10-20％）被國家用來支出農民們共同擁有的機械設備、肥料和其他必需項目。在這個新的系統下，農民可以比在農民契約系統下維持較大比例的輸出。到1989年，少於三年的時間，越南已經重新變成主要稻米輸出國，更是第三世界的最大稻米輸出國。跟很多其他西太平洋周圍的國家一樣，在中國也達成了類似的農業成功。在農業方面的改革普遍地比在經濟方面容易成功。

改變中的策略

我們清楚的看到沒有一個環西太平洋帶的政府對於國家的成長遵循著一套單一而清楚的經濟策略。不論是共黨或是非共黨國家，策略的重點和方向常常被改變。自從1949年，中國已

經被指示在政策上要有徹底地基礎的轉變，最顯著的就是最近在文化大革命間1978年的改革。越南的策略的改變促進了農業的成長吸引了注意，而這些策略的改變是藉由國家政府做出一連串主要策略的轉變。在1975年南北越統一之後，哈諾將已經適用於北越的共產經濟成長策略強制在南越實行。這個北方主義在第二次五年計畫的最後幾年已經造成全國性的經濟危機。縱使有部份的改革，越南在第三次五年計畫末期再次遇到更嚴重的經濟和財政方面的危機，尤其在1985年悲慘的的財政改革最為顯著。在1986年第六屆國會上，新的領導集團在Doi Moi的口號下提倡經濟政策策略的全面改變，而它最終的改變就是使之前提到的農業政策有了成功的轉變。汶萊說明了從集中到多樣化的令外一種政策的轉變。汶萊非常的富有，但是高度集中而且幾乎依靠石油和石油產品，世界對於石油需求及價格的轉變試汶萊經濟的弱點，就像它的石油資源有必然會耗盡的威脅。於是政府決定限制石油產品轉而鼓勵多樣化。這意味著投資轉入更廣泛的農業產品及工業化。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印尼，它的經濟也是從過度集中在石油方面到現在的分散經營，包括較明顯及有效的農業基礎和現在正快速萌發的工業。台灣也是週期性的改變它的經濟成長策略。1953年台灣提倡的第一次四年計畫採用ISI政策，部份是因為台灣對日本的出口市場已經被斷絕。然而在1959年EOI的重點已經改變，還有在

1970年代初期，當台灣變成NIC國家，政府藉著勞工的短缺強制改變了關於勞資平衡的策略。那時鼓勵資金集中的企業。儘管像1973-74的石油危機造成的經濟蕭條，台灣藉由調整較高

的石油價格和鼓勵石油化學工業的成長繼續創造成功。在1980年代由於國內工資的升高及國際貿易競爭的激烈，台灣藉由發展電腦及電子工業來適應艱困的環境。在西太平洋周圍所有的國家在策略上似乎都發生了相同的改變。但這並不是暗示所有的經濟在方向及重點部份會經過相同的改變。事實上，許多國家不管在過去或現在都遵循著一種相似的順序：農業的進步、短期的重點放在ISI、EOI漸進式的改變、以國際貿易可比較利益為根據的政策。但是這些細微的改變及程度的影響對於已經成功和不變的的策略似乎仍然依靠著政府自然

的介入和個體經濟中環境、機會、強制因素的混合。

政府干預

有時候政府的干預被暗示只是強權及共產國家的特徵，而自由市場經濟的特徵只有一點或完全沒有政府的干預。根據東亞的一些學者說明，在1960年代政府開始允許市場被強制操作

。改革的自由主義和外貿市場經濟的開放已經有成功的保證。像日本成功的例子，是由於私人企業善於掌握自由市場機會的供應。政府唯一有用的角色就是當企業家們沒辦法有效率地實行他們的功能時要設法去供應和維持環境。Friedman在這一方面的觀點是絕對的，他在降低政府類似角色的主張上，他聲稱像廣闊地依賴私人市場經濟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

台灣﹑香港和日本是興盛的，相反地，像印度﹑印尼和中共因為過度的依賴中央核心的計劃而經歷了經濟的蕭條。但是在西太平洋周圍國家最初的學習都顯示這是非常不正確的。在這地區的所有11個國家，甚至包括英國的殖民地─香港，政府也干預的很深。在菲律賓，人們相信無論是地方或是國家政黨的意見可以經由政府去計劃及影響經濟的發展。政府藉由小心的計劃﹑慎重的考慮和堅決地實行這些計劃是有可能建設出成功的經濟，而成功的經濟有某些程度順應著經濟發展應該要有的主要的觀點及意識型態。這個複雜的想法假設假如這些計劃沒有被實行，經濟的發展就會被限制﹑不穩定及危害到大多數的人。當1950年代ISI策略在東亞被普遍的採行時，台灣及南韓的政府強烈地介入。而且新加坡也被指出它典型的自由主義經濟也脫離不了這個事實。然而這並不是說它沒有資本主義經濟，而應該說它的成功並不是建立在自由市場的操作。在很多時候，新加坡政府對於新加坡的發展有著高度的干預及小心和成功地管理。我們清楚地看到在計劃或共產的經濟及那些被宣稱為市場經濟之中作精確的區別是錯誤的。事實上，用這種方式在計劃和市場做二分法選擇的結果對於理論上的分析及實際上政策的發展是重要的。所有在這討論的經濟策略無論是共產或自由市場經濟現在都被混合了。目前重點傾向於混合自然經濟發展策略是必然性的情形。Elster和Moene主張中庸，在Wade產生影響的書中Governing the Market(1990)，他指出兩極化的觀點對於在東亞經濟的發展中政府所該扮演的角色。有一方觀念學派的是新馬克思主義者和屬地理論者強調需求，而這個需求是政府和社會國家主義制度為成功地社會的公正經濟發展所創造出的必須先決條件。而另一方面，則為採取新古典主義分析觀點而強調自由和開放市場力量的運作需求。根據許多它本質的內容套用在臺灣上，Wade以文件證明了國家扮演最關鍵性的角色。他主張最重要的需認識到這兩極化的觀點都並非是對的，最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如何分派配置決策的方式。政府不只是要簡單控制市場而已，他也定期地為特有的企業和貿易提供最新、合乎時代性的規劃，並給予私人部門一個有方向性的推力與這規畫一致。換句話說，東亞工業化所倚靠的既不是放任主義的發展政策也不是政府中心控制，而是有選擇性的引導並多方面的政府干預。政府干預似乎不能以程度來區別，而應由關係到政府干預的自然性和推動力。就拿東亞和拉丁美洲經濟來比較，可注意到的是：當自由主義分析家說，拉丁美洲政府干預經濟市場太多，而這也就是為何他們的經濟表現遠不如東亞，我們可以發現東亞的國家介入比拉丁美洲要來得強且更有選擇性的干預，不單只是在國家領域上更是在主要國內企業裡。干預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要建立製造業的國家權力，減少國家受損到某種程度，把社會分裂的市場損失降到最低。(White and Wade,1988,pp.9-10)。

在菲律賓，對抗毫無差別的干涉主義政府是很明確的。在他們的主張中，很明顯的揭示領導政策：政府的角色應是使財富增加更為容易簡單，而不是把財富重新分配，更不試試著把增加財富的權力給予定型或改變方向。他們提出菲律賓人譏笑任何政府相信他們可以推動這個理想並試著遵循某一個信條。(Hodder,1990,p.125)。

政府干預在環西太平洋帶國家已經成為並繼續保留為有勢力的事實。「發展」這個名詞再主要的社會經濟進步促成者是個現代化的國家發展概念，並且引人爭議的。舉例來說，「發展」這個名詞在這個區域指的是「晚期的發展」，換句話說，就是不同於西歐早期的工業化發展的經驗模式。如此晚期的發展並非是獨立所自然而然發展而出的。國家在這之中扮演了相當核心的角色。因此，「發展主義」的理論和政府干預的觀念是無法分離的。(White and Wade,1988,pp.1-2)。

    接下來的三個章節是以個別的地區或國家為中心來討論。他們並非是根據國家的地理、歷史或政治經濟來加以決定分區摘要的。而是簡要的且有選擇性的根據前面幾章所涉及到一些重點和爭議來加以舉例分析。它們也儘可能地提出論證做出一些普遍性的主張或建議一些論點，當然這是需要不斷地被再次檢驗，以各國家的經驗和文化記號(cultural signature)為參考。
